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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化的安全操作指南及严格的 人 员 安 全 培 训 体
系［３，２３－２４］。美国在管理生物安全国家实验室人员培训
方面走在各国前列，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ＩＨ）将
行为健康测试计划（ＢＳＰ）正式纳入实验室生物安全监
管项目，ＢＳＰ明确规定了对Ｐ４实验室人员培训计划的
具体流程与实施步骤，并具有透明度、持续性、人员尊
重度及年度审核４个特征。由专门实验室生物安全管
理部门联合Ｐ４实验室主任制定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
室培训框架，从人员筛选、初试、可靠性资格审查、生物
安全理论培训、实验室入职、基础设施培训到最后导师
一对一进行实验室实际操作培训，并对培训过程严格
把关和全程监督［２５］。
·４２· 科技进步与对策　 　　　　　　　　　　　　　　　　　　　２０１９年
３．５　国际间合作日趋明显
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加快了高致病性传染病传
播和扩散，导致病原微生物跨物种感染和跨地域传播
加剧，国际各国面对的生物威胁和生物恐怖形势更加
严峻。在此大环境下，很多生物安全国家实验室不仅
专注于研究本土的烈性病原体，还会研究外来烈性病
原体，有些还建立了专门的外国来源病原体研究机构，
如加拿大人类及动物健康科学中心的国家外来动物疾
病实验室，其主要任务除对国内动物突发疾病提供快
捷、准确的科学鉴定外，还需要向加拿大政府提供国外
动物疾病情报。澳大利亚联邦科工组织的澳大利亚动
物健康实验室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动物健康中心，与
亚太地区国家建立了广泛的动物卫生健康网络，协助
亚太地区国家处理导致区域粮食安全和生物安全的动
物疾病问题。
另外，一些国家还在本土之外合作建设了高等级
生物安全设施，如美国国防降减局２０１０年投资１．０３亿
美元与哈萨克斯坦在该国合作建设了中亚最大病毒实
验室和监测站，开展大量最危险的病毒样本研究、保存
和监测工作。部分欧洲国家已经或计划与非洲合作建
设包括ＢＳＬ－４实验室在内的高等级生物安全研发设
施，如２００２年非洲合并了之前的国家病毒研究所和南
非医学研究所，重新建立了国家传染病研究所（ＮＩＣＤ），
目前研究所拥有２个Ｐ４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是重要的
全球公共卫生服务合作实验室之一，已与美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欧洲疾病控制中心
及其它国际公认机构建立了合作协议。综上所述，加
强生物安全国家实验室国际间合作，对于全人类共同
减少和消除生物恐怖、防控和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等
生物安全威胁具有积极作用，目前被国际社会所认同
并倡导。
４　我国生物安全国家实验室建设对策
４．１　布局建设我国生物安全国家实验室
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已拥有本国生物安全国家实
验室设施，且其中很多实验室已经具备了多年管理运
行经验。我国目前尚无生物安全国家实验室，面对日
益严峻的传统生物恐怖威胁及全球烈性传染病疫情、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非传统生物安全威胁，也凸显出
我国依靠自主能力开展烈性传染病预防治疗研究的紧
迫性。我国已经建立首个Ｐ４实验室———中国科学院
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议尽快规划布局，加紧依
托Ｐ４实验室建设生物安全国家实验室步伐。首先，在
定位与使命方面，应明确国家实验室定位及国家使命，
体现国家意志，实验室数量、规模、位置和任务应与总
体国家安全国情和健康中国战略需求相结合。其次，
顶层设计方面，按照国家实验室模式组建由政府职能
部门、专业人员等构成的筹备机构，对生物安全国家实
验室进行战略规划；再次，从国家生物安全需求和重大
科学问题出发，优化研究布局，整合各类研究机构资
源，形成“国家队”的磅礴力量，构建集高等级生物安全
实验室、生物资源库和大数据中心为一体的世界一流
大型科技共享平台和国家级生物安全综合设施集群，
发挥国家实验室旗舰功能。
４．２　健全国家生物安全相关法规条例
我国目前已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生
物安全的国家法律法规，各相关部门也陆续出台了相
关规章和生物安全标准文件［３，２６］。与生物安全法制建
设已迈进成熟发展阶段的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
物安全立法整体法规级别相对较低，立法体系尚不健
全，难以适应我国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所面临
的严峻生物安全国际形势，以及近年来不断爆发的自
然流行病疫情和频繁发生的实验室生物安全事故等。
我国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生物安全国家实
验室的相关法规条例，同时结合我国生物安全和技术
发展领域实际情况，尽快出台生物安全相关法规及与
其相配套的技术标准、规范、指南，健全我国生物安全
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具体内容应包括：推动国家生物安
全相关标准的建立和修订，制定生物安全实验室设计、
建设和运行维护相关规范和标准、实验室生物安全管
理制度、实验室生物安保条例等。同时，为保障相关法
规条例的严格执行和监督，应建立国家生物安全管理
委员会和专家咨询委员会，并联合指导生物安全国家
实验室当地政府、依托单位组建技术管理部门，明确各
级行政责任人和主要安全负责人，形成国家、地方政
府、主管机构、主建单位、具体实验室的多级生物安全
管理体系和责任体系。
４．３　完善生物安全国家实验室建设体制机制
具体如下：①目标导向。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
任负责制，遵循“共建共管”基本原则，理事会采取席位
制，其作为最高决策机构负责指导中心建设和发展，主
任和执行委员负责中心日常会商决策、管理运行；②稳
定资金。国家实验室建设应以国家目标为导向，建立
持续稳定、多元化的经费来源渠道，保障实验室拥有稳
定充足的经费支持；③研究布局。目前，我国涉及众多
生物安全领域研究机构，研究方向分散并存在重叠，要
以国家实验室为中心整合资源设施，布局生物安全重
大研究任务，科学合理配置资源，促进重大科技成果产
出；④评估考核。打破束缚科技创新的藩篱，系统规范
评估考核体系，实行人员分类管理制度，集聚最优秀的
科学家和团队，发挥中科院、工程院的科技智库等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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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作用，采用第三方评价和国际评估考核评价体制
（肖小溪等，２００９；于冰等，２０１２）；⑤地方参与。凝聚地
方“政产学研用”优势力量，打通从基础科学发现、关键
技术突破到产业应用推广的完整创新链，促进地方经
济发展，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建成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
区域性创新动力源。
４．４　构建科学严格的人员培训体系
我国目前从事Ｐ４实验室管理和研究的专业化人
才非常紧缺，在设施设备使用与维护、Ｐ４实验室安全监
管、事故应急处置及熟练掌握４级危险等级病原体和
管制生物剂实验操作等研究工作方面，均缺乏受过严
格标准化培训的专业型人才，在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
室生物安全专业性、责任感和敏锐度方面存在不足。
实验室从业人员准入门槛过低，缺乏专业知识和操作
技能培训，缺乏系统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人员选拔、考核
和审查制度，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操作人员的生物
安全意识比较薄弱。
因此，应整合我国科技、卫生、检验检疫等生物安
全领域相关行业力量，建立既符合生物安全科学规律，
又满足各行业个性需求的人员培训体系。一方面，加
强生物安全实验室技术人员操作技能和生物安全培
训，确保所有从业技术人员能够提高安全责任意识，熟
悉生物安全相关制度，熟悉实验室规范操作流程和实
验技术，熟练掌握特殊仪器设备的操作技能；强化从业
技术人员的个人可靠性审查与评价，确保接触高危烈
性病原体的实验人员具有专门机构授权的从业资格认
证，实行持证上岗及实验室严格出入管理制度。另外，
对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层人员进行培训，完善人员岗
位职责、考核管理办法和奖惩制度，加强专业化管理团
队建设。除此之外，我国生物安全科学教育尚处于在
公众安全意识教育内容之外，生物安全国防及公共意
识亟待提高。因此，还应重视生物安全实验室科学教
育和科学普及人员培训，提高我国民众的生物安全意
识。
４．５　以人才团队建设为重要抓手突破核心技术
我国已建成第一个Ｐ４实验室，并具备了开展相关
生物安全实验活动的条件和资质，进入正式运行阶段。
其中，先进的生物安全核心技术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目前Ｐ４实验室核心关键技术和设备均受制于国外政
府和企业。为满足实验室自主设计、建设、运行和维护
需要，应研发监控和数据管理、关键密封材料、新型适
用消杀、生命维持、新型传递等关键替代设备和技术，
完善相关设施功能，保障设施高效运行，实现高等级生
物安全实验室自主设计和建设。可通过加强生物安全
领域相关实验室运行维护、科学技术研发专业人才队
伍建设，突破生物安全研究关键技术瓶颈，采取自主培
养、国际联合培养和完全引进方式，加大在人才领域的
资金和投入力度，尽快实现自主创新，避免核心技术和
关键设备受制于人。同时，应提升我国自主生产设备
认证认可和验证检测技术，争取达到国际同类先进产
品标准要求，并注重知识产权保护。
４．６　重视实验室国内外合作与交流
在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和突发烈性传染病全球化
扩散新形势下，我国生物安全国家实验室建设应加强
国外与国内的广泛合作，积极巩固、发展和探索以我为
主的国际合作，发起“全球生物安全”合作联盟计划，吸
引国际一流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参与生物安全国家实验
室建设和相关科学研究。以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
为契机，推进“走出去”战略，在“一带一路”沿线布局联
合实验室。加强与热点地区合作，在非洲和东南亚等
区域建立海外基地，阵线前移，辐射全球。通过国际合
作提高实验室在病原／病毒种质资源方面的获取能力，
尤其要建立３、４级等高等级病原和威胁国民公共卫生
健康的烈性传染病病原，以及相关病原实验活动生物
安保技术标准和科学管理体系。积极拓展与国际知名
机构的合作交流，通过研究生国际联合培养、公派访问
学者、国际科技合作计划等，使国内科研人员充分与国
际知名研究机构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提高我国在国际
生物安全行动中的影响力。
５　结语
随着国际化进程和现代生物技术的高速发展，我
国需要应对更多新兴复杂多变的生物安全威胁，生物
安全问题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大需求。作为中部崛起
的重要战略支点，湖北省科教资源富集优势明显。湖
北省是中国病毒学研究中心，拥有病毒学等３个国家
重点实验室和１０多个生物安全及疫病防控相关省部
级实验室，以及微生物学、生物医学工程等多个国家级
重点学科。目前，湖北省已率先建成了依托中国科学
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Ｐ４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科
技支撑体系，这是我国目前唯一按照国际标准建设的
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彻底扭转了我国生物安全研究
的被动局面，是国家科技创新的大科学设施。
通过统筹资源、科学规划、统一布局，依托武汉Ｐ４
实验室建设集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生物资源库和
大数据中心为一体的生物安全国家实验室具有重大意
义。建成后将改变现有生物安全装置管理碎片化、现
行相关研究同质化的弊端，整合生命科学、材料科学、
信息与计算、先进制造等学科优势力量，系统开展生物
安全相关基础、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装备集成研究，形
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研发团队，成为国家生物
安全和传染病防控科技支撑体系的主力军和智库，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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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在全球生物安全框架体系下发挥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生物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内
涵，是国家安全的生命线，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
基。建设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的国之重器———生物
安全国家实验室，对维护总体国家安全、引领人口健康
科技、驱动社会经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
重要意义，必将为维护人民身体健康和世界和平作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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